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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据分析技术愈发成熟，个人信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敏感个人信息较一般个人信息需

要采取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为了对敏感个人信息精准保护，应当以法律条文静态列举与特定情景动态

判断为主要的判断方法，明确哪些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此外，以保护个人信息、促进信息流通、

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在现有法律保护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告知同意”这一关键措施：提高

“告知同意”的标准、建构不同的“告知同意”结果。并且提出应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再分级，对不同

层级的敏感信息施以不同的保护手段，提高保护效率，推动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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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maturity of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
lenges. Among them,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quires stricter protection measures com-
pared to general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accurately protect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
tion, the main judgment methods should be static listing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dynamic judgment 
of specific situations, to clarify which personal information belongs to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
tion.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mot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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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circulation, and maximizing economic benefi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key measures 
to improve “informed consent”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legal protection: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construct different “informed consent” results. And it is proposed to re 
classify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apply different protection methods to different levels of 
sensitive information, improve protec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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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面临诸多挑战。由于大数据时代的便利性，人们获取他人的

个人信息变得很容易，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也变得更加常见。例如互联网公司未经允许利用他人个人信息

进行个性化推荐，或者利用技术手段剖析一般个人信息从而得到更深层次的个人信息进行售卖等，诸如

此类的事情发生使得社会普遍开始意识到个人信息需要得到法律保护。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

需要得到法律层面的保护，因为存在某些个人信息是日常生活必须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就比如姓名、性

别、年龄等。 
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种。与一般个人信息不同，应对其采取高强度法律保护。因为与一

般个人信息相比，敏感个人信息泄露容易对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人身以及财产造成损害。我国新颁布

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就敏感个人信息作了概括说明与简单列举并行的定义方式，既说明了一般的判

断方法，又列举了社会大众普遍认知的内容，相较之前的分散性保护措施，此次立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可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仍存在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一，如何明确界定敏感个人信息。虽

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但实际上还有部分未列举的个人信息一

般情况下不具有敏感性，在特定场景下具有敏感特征。例如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日常，表面上看

是根据个人意愿所分享的信息，但由于在大数据这一背景下，通过技术可以挖掘出普通日常生活下更深

层次的个人信息，此时就涉及到“敏感”层面。所以需要明确界定哪些个人信息是需要法律予以高敏感

度保护的。第二，虽然法律规定使用他人个人信息需要当事人同意，但是“同意”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程

度以及利用者如何理解“同意”需要明确。由于数据技术应用上的专业性，用户并不能读懂冗长的知情

同意书，涉及的专业性术语以及语句过于繁杂，导致用户并不能真正理解其点击的“同意”选项事实上

在许可信息处理者哪些权限。敏感个人信息能得到实质保护的前提是个人能够真正实现“同意”。第三，

法律对敏感个人信息保护较为笼统性，大众容易陷入误区。敏感个人信息的敏感度并不一致，有些信息

遭到侵害对个人的影响较为轻微，有些信息遭到侵害却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并且在大数据时代下，个

人信息不仅仅具有信息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多是根据分析用户偏好实现信息流

通，以达到最终盈利目的。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需求也在提升。一昧对敏感个人信

息统一保护，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信息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敏感个人信息遭到侵害的

处理方式具有统一性，难以实现精确保护敏感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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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从上述三个问题展开，阐清敏感个人信息的判断方法、提出如何完善个人“同意”方案、

最后就精确保护敏感个人信息提出分级保护解决措施。 

2. 敏感个人信息的判断方法 

基于主观损害风险与客观损害风险两种风险基准，为了达成对敏感个人信息认定的共识，通过横向

比较世界各国关于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方法，采取法律条文静态列举与特定情景动态判断两种措施，二

者动静结合、相辅相成，共同作为启动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关键一步。 

2.1. 法律条文静态列举 

法律条文静态列举的方式在世界各国通行。欧盟 GDPR 列举了敏感个人信息的类型，包括种族或民

族背景、政治观念、宗教或哲学信仰、工会成员身份、基因数据、生物性识别数据,以及和自然人健康、

个人性生活或性取向相关的数据。日本 APPI 列举了种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病史、犯罪记录、犯罪

受害人的记录及其他需要谨慎处理否则可能会带来社会歧视或不利的信息。泰国 PDPA 列举了有关性行

为、犯罪记录、健康状况、国籍、种族、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的数据。巴西 LGPD 第五条规定种族或民

族血统、宗教信仰、政治见解、工会或宗教隶属关系、哲学或政治组织成员身份、健康、性生活、与自

然人有关的基因或生物统计数据为敏感个人信息。以上四份文件均将宗教信仰、种族、医疗信息列举为

敏感个人信息。 
这样的列举方式优势之处在于信息处理者及信息主体能迅速根据法律规定判断哪些信息不能被随意

收集、泄漏、处理或须遵循更为严格的信息保护原则，有利于发挥法律的预防功能和指引功能，实现动

态矫正的效果。但其缺点在于信息的内容与形式都会随科技发展、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单一列举会造

成部分新的信息类型在保护方面无法可依。并且，由法律规定和判断信息是否敏感的立法方式并未考虑

信息主体的主观感受，既可能保护过度又可能保护不足[1]。 

2.2. 特定情景动态判断 

个人信息是否具有敏感属性，需要在特定情景下予以判断。美国学者尼森鲍姆(Helen Nisenbaum)最
早提出“场景理论”，他认为属性界定应当从简单二分法中跳脱出来，不能单一根据某个要素判断信息

的性质，而应将具体问题纳入到具体情景中具体分析。尼森鲍姆教授研究发现，敏感信息与隐私期待的

契合度高度取决于场景因素，她将场景变量特定化为五个要素，即信息主体、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

信息性质以及信息传输原则[2]。受该理论影响，经合组织在 1980 年制定《OECD 个资原则》时没有采取

传统模式下列举个人敏感信息的方法，《个资保护协定》虽然以内容明确界定个人敏感信息，但其解释

报告中提出：资料处理会对人产生伤害，并不是基于该资料之内容，而是该资料的使用情境。美国 2012
年《网络环境下消费者的数据隐私保护》也体现了依情境评估信息敏感性的理念，而 2015 年《消费者隐

私权利法案》的政府讨论稿更是极力倡导情境理念[1]。 
在大数据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场景理论”判断个人信息的性质至关重要。信息与隐私不同，信息

不是为了保护而存于世间，相反恰恰是为了流通、利用。而个人信息的主要价值在于社会交往的可识别

性，是正常社会交流的媒介基础。基于个人信息的此类特征，判定方式并不能单一采纳法律条纹静态列

举的非黑即白的方式，而应根据实际情景动态判断。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信息处理者对不具有固

定格式，不具有约定规则的非结构化数据[3]进行分析，一些表明上不具有敏感性的个人信息经过数据处

理显现出其隐匿的一面。如用户为了运用网络公司提供的平台会允许其获取一些个人信息，通过这个平

台上传自己的照片、分享日常生活经历，就算没有公布自己的身份、信仰，但是数据经过对其所处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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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生活特征也能分析出其具体的个人信息。此时一些看似平常的信息内容也具有了“敏感”性质。这

样的判断方式也存在不足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主观性太强，不同情景下信息的属性大不相同，难以有

统一的认定标准。此时就应当以法律条文静态列举方式为导向，兼采特定情景动态判断，二者有机结合

共同认定个人信息的“敏感性”。 

3. 精进“告知同意”路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向信息主体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

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并且必须征得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这一规定的确是将对敏感个人信息的

处理权交给了信息主体本身，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告知”方式层出不穷，“同意”也并不简单。 
学者徐磊、刘春对一些主流 APP 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进行横向对比，发现各 APP 的个人信息保护政

策五花八门。有的内容过于冗杂，篇幅很长，关键信息不突出；有的内容过于简洁，重要信息并没有纳

入其中，只字未提敏感个人信息，很大程度上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还有的内容专业术语过多，难以理

解，并且只是单一列举了敏感信息的种类，并没有告知如果用户同意平台利用其敏感个人信息所面临的

风险程度[4]。此外，APP 推送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通常只出现在信息收集阶段，互联网平台在后续对信

息的处理、使用、传递阶段并没有告知用户，这一系列行为究竟会不会带来风险、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用户一概不知。 
另一方面，就信息主体的自决权而言，存在除了点击“同意”就别无选择的情形。当信息主体必须

使用某一 APP 时，其所面临的无非就是“全有或全无”的选择空间，不勾选“同意”则意味着放弃使用

权。面对此类情形，用户又如何通过“同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还有一些个人信息当时并没有损害人

格尊严、人身或者财产的风险，但是在数据聚合技术处理后这样的风险会提升，非数据专业人员又怎么

可能会预判到各种信息关联后将会导致什么样的不利后果。最为关键的是，同意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个体的认知水平，当信息处理者的告知内容过于复杂、晦涩，普遍认知能力下的信息主体无法根据这一

份告知书来判断其将面临的风险。 

3.1. 设置严格的“告知同意”标准 

如前所述，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不同，敏感性的核心在于“高风险性”，一旦泄漏或者滥

用，所引发的不利后果远高于一般个人信息，因此应当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作更高的标准要

求。 
一方面，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中必须列明哪些条款，避免企业为了经济效益插科打

诨，以冗长的内容掩盖没有列举的事实，以假乱真，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其中还应当对敏感个人信息的

种类进行明显标注，增大字体或者更改字体颜色，确保履行告知义务。并且信息处理者应当在个人信息

保护政策中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如果使用其平台将会触及哪些敏感个人信息，由专业人员

将风险具体化，降低信息主体的同意成本，确保“同意”是信息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尽可能避免因信

息主体的个人认知水平而导致重大误解。此外，信息处理者还应当根据其专业性预先替用户判断哪些一

般个人信息在经过数据处理分析后存在转变为敏感个人信息的风险。由于数据聚合技术的发展，用户难

以判断自己之前同意利用的信息是否存在高风险性，这时就应该由数据处理者运用其专业知识替用户做

出一个预判，确保信息主体真正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不再只是一个单一化的同意行为。 
另一方面，应当建立一个动态的告知制度[5]。之前提到的“场景理论”中就一般个人信息在不同的

场景下会转变信息属性作出了阐述。在互联网数据时代，最早的数据收集也许并不造成风险，但在后面

的处理、使用、传递阶段是否会构成敏感性则无法确定。当信息属性转变，敏感个人信息面临危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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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信息处理者就应当重新发出告知，让信息主体明确其面临的风险、决定是否继续同意。但是此时的

重新告知，并不是时刻告知。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安全法》中都将特定目的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规则。特定目的规则旨在对运营商予以目的性指引，进而在整体上规制运

营商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活动[4]。但是随着数据时代的推进，这样的目的限制不利于对信息的利用，也

增加了“告知”的成本，所以与传统的特定目的限制理论相对，笔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应当对“目的”

进行扩张解释。也就是说当信息处理者向用户明确告知了收集或者利用其敏感信息的目的并取得了用户

的同意后，之后信息处理者的活动若在此前告知的目的范围内或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目的，都无需向用户

重新告知并取得用户的重新同意。主要理由在于收集和处理、使用个人信息存在时间差，由于网络科技

的发展和商业创新可能一日千里，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可能均未预见有重要价值的额外目的，如果不

允许把敏感个人信息用于此额外目的，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此外，贯彻该原则既能够避免毫无限制地

处理个人信息，又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加强对个人信息的活用，起到平衡个人信息的保护与活用之作用[6]。 

3.2. 设置区分性的“告知同意”结果 

前面提到信息主体在面对 APP 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时，如果不同意其敏感个人信息被平台收集或处

理时，将会直接不能使用该 APP。信息主体阅读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后认为其中的某些信息如果被收集、

利用会造成严重的风险时，可以选择完全同意或者部分同意，而选择完全同意与部分同意的用户能享受

到的服务自然存在区别。如当视频网络平台需要收集用户的日常兴趣、浏览频率或者需要分析经过安全

审核的自我上传视频等内容时遭到用户的拒绝，那么平台则不能违背用户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信息聚合

分析。但与此同时，用户不能享受到平台对其个性化的视频推送，而需要在茫茫视频素材里找到自己喜

欢的视频内容。笔者认为，只有设置区分性的同意结果，才能为信息主体的选择留有余地，从而避免在

某种情况下必须使用某个平台却又陷入部分个人敏感信息可能会被不当利用的困境之中。基于此构想，

各个 APP 是否可以设置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勾选“完全同意”的用户运行模式，一种是勾选“部分同

意”的用户运行模式，并且信息处理者应当在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中具体说明勾选“部分同意”的后果，

即进入该模式后在使用方面将会面临哪些限制。由信息主体根据自我对敏感信息的风险判断、平台的使

用需求，综合考虑是否就敏感信息的收集或者处理进行授权。 

4. 制定“敏感分级”保护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中详细列举了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

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这

些敏感信息种类的辐射范围很广，虽然可以对其进行匿名化处理或者加密处理，但是由于有被泄漏或者

滥用的风险，大多数用户持拒绝态度，这对当下急需利用数据以实现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若对所有的

敏感个人信息采取同样的保护措施会容易造成保护不足或保护过度，并且会不利于数据流通以创造更大

的社会价值。将敏感个人信息划分为高层级、中层级、低层级三个级别，对敏感性进行分级，更利于在

运用数据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做到精准保护。 

4.1. 高层级敏感个人信息 

将生物识别信息、医疗健康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的个人信息认定为高敏感度的敏感个人

信息，采取最为严格的保护措施。首先，运营商必须获得信息主体本人或者其父母、其他监护人的单独

同意且是明示同意、书面同意，不得默示同意更不得推定信息主体同意。其次，必须在最初征求同意时

阐明的目的范围收集、处理、利用、传递等，在后续阶段若发现这三类信息的潜在经济价值也不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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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关联原则”处理这三类信息，需要重新征求信息主体的同意。最后，信息主体还享有任意撤销权、

删除权，一旦在使用过程中信息主体认为可能会对其造成风险，就可以撤销其同意决定、删除运营商收

集或公布的个人信息，运营商必须立马采取救济措施，无需经协商等待处理结果。 
生物识别信息是指“对自然人物理、生物或行为特征进行技术处理得到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

结合识别该自然人身份的个人信息”，主要包括指纹、人脸、声纹、虹膜、DNA、步态。这类信息都具

有直接识别性、唯一识别性的特征，无需采取数据聚合技术即可以识别具体的个人，一旦遭到泄漏或者

非法利用则会造成直接损失。当前使用最具争议性的是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一种生物识别技术，

可以简单归纳为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对脸部信息的特征提取和分类识别，该技术可用于识别照片，视频或

实时人物[7]。就人脸识别而言信息处理者无法对其进行匿名化和加密化，因为一旦采取这类保护措施，

那么人脸信息便失去其利用价值，不能收集也无法利用。所以对于生物识别信息这种直接明确指向性的

个人信息应该认定为高敏感层级的敏感个人信息。 
医疗健康信息是反映患者健康特征、贯穿全部医疗过程的具有个体识别性的健康信息，其涉及到患

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治疗过程和效果、遗传基因、病史病历等诸多方面。医疗健康信息与私密信

息密切相关，是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交互部分，因此侵犯医疗健康信息往往涉及到侵犯患者的隐私权、

人格权，对这类信息的泄漏或者处理不慎极其容易造成信息主体人格上受到歧视、精神心理上遭受压力

以及社会评价降低。去年 1 月份，日照市中心医院一医生在网上直播妇科手术片段，不仅暴露了患者的

疾病信息，还暴露了患者的身体私密部位。日照市东港区卫生健康局以医疗信息泄漏为由对该行为处以

五万元的罚款，涉事医生被依法依规注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予以开除并且遭到刑事拘留 1。这样的行为

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泄漏了患者的医疗健康信息，严重影响到信息主体的日常生活，因此医疗健康信

息应认定为高敏感层级的个人信息。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相比，其判断能力、自我

保护能力有相当大的差距。从社会现实来看，未成年人对新技术具有更强的适应力，设定较之传统民法

更低的年龄保护标准有助于其从广泛的信息活动中受益[8]。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与十四周岁以上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比，其生活经历、心智成熟度存仍有一定区别。面对复杂的隐私告知政策或者个

人信息保护告知政策很难作出正确的选择，那些冗长、晦涩的内容对于他们的认知水平是个不小的挑战。

此外，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心理上相对脆弱，其敏感个人信息遭到非法利用后会对其幼小的心灵造成

难以泯灭的伤害，对其人格尊严以及人身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样的损害也许是永久性的。由于这样的特

殊性，在法律将他们的个人信息设定为敏感个人信息，需要得到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运营商才

可以收集、处理、利用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应该增强其敏感级别，以实现最高级别的保护。 

4.2. 中层级敏感个人信息 

将金融信息、行踪轨迹信息以及与二者相关的经数据聚合技术可识别出具体个人的其他信息设定为

中层级的敏感个人信息。针对这两类信息，在告知同意上可以采取部分明示、部分模式的同意模式。根

据客观权益侵害风险基准来判断，对于风险性较高的，应当明示同意，反之则默示同意。同时对于金融

信息和行踪轨迹信息的使用目的范围限制适当放宽，不局限于目的本身。 
近些年来，金融机构内部人士监守自盗，利用职权泄漏客户信息的事例层出不穷。金融信息包括财

产信息、账户信息、信用信息、金融交易信息及其他衍生信息。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后形成的能

够反映特定个人某些情况的信息，例如个人消费或者投资意愿、支付习惯、风险偏好等等都属于金融信

 

 

1《日照中心医院：疑似直播妇科手术被抓医生系麻醉师，警方正调查》，载澎湃新闻 2022 年 1 月 19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2354943623401433&wfr=spider&for=pc。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5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2354943623401433&wfr=spider&for=pc


刘耀婷 
 

 

DOI: 10.12677/ojls.2023.114456 3205 法学 
 

息的衍生信息[9]。在大数据时代，金融信息数据体量大、经济价值极高，稍有不慎，则可能导致个人金

融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并且由于数据互联互通，一旦泄漏，则会导致信息主体的金融信息在网络上全

面铺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在不显示个人身份时单个的金融信息难以识别出具体的个人，多数

情况下是信息联结后才具有唯一识别性，相比前面三种类型的敏感个人信息，金融信息不具有强度的直

接识别性，风险性较低，应将其认定为中层级的敏感个人信息。 
行踪轨迹主要是指信息主体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通常的行动路径，在大数据时代还包括随身携带的

电子产品的定位信息。行踪轨迹数据信息收集的方式主要包括：使用应用软件(如社交软件、购买商品或

服务软件、手机导航软件等)、手机本身的操作系统、第三方追踪工具等[10]。这类信息的泄漏主要是造

成人身损害，如双方发生矛盾纠纷后，掌握行踪轨迹的一方可以直接去对方所在的场所实施打击报复，

或者了解其家庭住址后趁其不在家实施盗窃等，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当信息主体的行动轨迹信息与其他

个人信息聚合时，会有引发其他犯罪的可能，大学生父母常因诈骗分子掌握其子女的位置信息而受骗。

但是过于严格的地理位置信息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存在局限性，如温州 20 岁女孩乘滴滴顺风车遇害后，滴

滴公司客服拒绝向警方及时提供嫌疑人的车辆定位信息、车牌号码等详细信息，导致错过了可能的救援

机会 2。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行踪轨迹信息应当认定为中层级敏感个人信息。 

4.3. 低层级敏感个人信息 

与前述敏感信息相比较，宗教信仰信息与特定身份信息的风险性较小，故将二者认定为低层级的敏

感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的严格程度自然低于前述五种敏感信息。在知情同意方面，原则上允许默示同意，

当信息聚合风险性提高时为例外。在收集、利用目的方面，允许在初始目的的范围内大幅度扩张解释，

以不损害信息主体的权益为限。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意识状态。法律之所以将宗教信仰设定为敏感个人信息，很大原因在于

社会中的非宗教信仰者易对宗教信仰者产生心理歧视，由歧视而引起群体之间的排外。出于主观权益侵

害基准、保护信仰者的人格权，将该权利设定为敏感信息。再加上当前数据信息平台发展势头强劲，信

息处理者可以利用信息主体的宗教信仰剖析其潜在的其他敏感内容，所以宗教信仰也值得与一般个人信

息区分开来进行特殊保护。 
特定身份信息的含义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中规定了敏感

个人信息的种类：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可最终将

“种族”与“民族”删除，而增加了“特定身份”概念，这说明了特定身份的内涵不止于此。学者叶鹏

霄、肖冬梅认为特定身份信息应当包括种族、民族、身份证件及身份证件号码、犯罪记录[11]。事实上这

些特定身份单一地来看并不容易具有高风险性，在正常的社会交际中通常被运用，但是信息主体主观上

认为该两类信息就其生活的环境来说会对其造成极大的困扰、影响其正常生活并带来歧视，此时它们就

存在高风险性。 

5. 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的侵犯方式已从传统上的收集、归纳转变为云分析、数据聚合等方式。

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需要加大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而敏感个人信息涉及人格权、人身权、财产权，

并且与一般个人信息相比风险性极高，应当对其特别保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明确敏感个人

信息的概念和内涵，提出收集和利用必须取得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是个人信息保护在法律上的一大进

 

 

2《浙江乐清“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罪犯钟元被执行死刑》，载最高人民法院网 2019 年 8 月 30 日，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79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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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该法律并没有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和特别保护措施作出具体的规定，需要加以明确。首先，

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精准保护第一步就是要判断哪些个人信息具有“敏感性”。其次，初步得出敏感结

论以后要以法律条文为指引、场景理论为补充进一步确定个性信息的敏感度。最后，区别于一般个人信

息，提高“告知同意”标准，并根据“敏感性”、“敏感度”对个人信息采取针对性的分级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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